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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１８８４—１８９８年粮食战争及其影响探析＊

王　猛　　汪 志 远

［摘　要］１８８４—１８９８年，苏丹萨瓦金和埃及边疆省的英埃当局利用自身优势持续地引发粮食短缺，试

图“饿死马赫迪叛乱”并重新征服苏丹。马赫迪国家采取各种手段积极因应，对外通过走私、袭扰、战争等

手段突破封锁，对内通过控制土地和粮食资源分配统驭民众和军队，但整体上处于劣势。从实际效果看，

英埃当局在北方尼罗河流域被动的粮食战争有效地遏制了马赫迪军队的进攻，在东部红海山区积极发动

的粮食战争却因为当地盟友和英国海军的不配合半途而废。马赫迪国家的覆灭和英埃当局（１８９８—１９５６）

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都是粮食危机的发展结果，萨纳特西塔饥荒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粮食战争的高潮，双方为

此展开的冲突和斗争深刻影响了现代苏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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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粮食战争是前工业化时期的另类战争形式，发动者采取切断粮食来源、限制粮食贸易、破坏粮食
仓储、强征民众口粮等形式，借助人为制造的饥荒、动荡和战乱实现预期目标，主要体现为长期的围困
战和消耗战。苏丹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饥饿是最鲜明的国家特征，在苏丹发动粮食战争的实际
危害堪比核战。

马赫迪运动（Ｍａｈｄｉ，１８８１—１８９８）是近代苏丹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许多次马赫迪
运动中最著名的一次，也是苏丹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①。统辖苏丹全境的英埃当局始于１８９８年，但
英国对苏丹的统治实际上始于１８８４年２月的萨瓦金港。１８８４—１８９８年，英埃当局先是利用自身优
势持续发动粮食战争（１８８５—１８８８），试图通过粮食禁运和贸易封锁在北方尼罗河流域和东部红海山
区“饿死叛乱”；其后又利用疫情、军事冲突等数次发动短期粮食战争，打击和削弱马赫迪军队。马赫
迪国家对外采用走私、劫掠、袭扰和战争等手段突破封锁，对内通过控制土地和粮食分配统驭民众和
军队，但整体上处于劣势，最终因军事失利而被推翻。马赫迪国家的覆灭和英埃政府（１８９８—１９５６）的
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粮食危机和饥荒的循环发展结果。

英国外交部负责处理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自成立之初就有严密的档案系统。自１９世纪

２０年代开始，英国驻外机构发回的公函和情况报告、外交部的指示和备忘录、国内媒体对政治事件的
报道等，就被作为机密文件在外交部、国王、内阁大臣和驻外使馆中传阅讨论。这些档案文件现在已
经被制作成《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数据库》（简称ＦＯ），分中东、北美、拉丁美洲和非洲四大部分，其中
涉及苏丹和埃及事务的文件编号为ＦＯ　４０７／１～２３７②。本文拟在相关文献和著作的基础上，系统梳
理英埃当局和马赫迪国家１８８４—１８９８年间围绕粮食问题展开的斗争，多维度深化对这一复杂历史过
程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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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苏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考察”（１５ＢＳＳ０１３），同时受“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金”

资助。

金·塞西：《苏丹马赫迪国家的形成》（Ｋｉｍ　Ｓｅａｒｃｙ，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Ｍａｈｄ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波士顿：布里尔２０１０年
版，第１１９～１４９页。

在１８３９—１９０５年间，ＦＯ　４０７档案一般围绕埃及命名，１９０５年的ＦＯ４０７／１６４后开始有题为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ｄａｎ的档案，１９２４
年的ＦＯ４０７／１９８文件后开始有题为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的档案。中国国家图书馆已经购买了ＦＯ数据库的中东和北美部分。



一　北方尼罗河流域的粮食战争

１．粮食危机与军事对峙

１８８１年６月，穆罕默德·艾哈迈德（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ｈｍａｄ　ｉｂｎ‘Ａｂｄ　Ａｌｌａｈ）宣称自己就是真主委

派的“马赫迪”。１８８２年５月，在成功击退政府军的三次进攻后，马赫迪将宗教运动发展成反对土埃
政府的武装起义，吸引了大批虔诚的追随者。之后３年，马赫迪率领信徒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在恩图
曼建立了７世纪以来基于伊斯兰社区的第一个神权国家，控制了除东部萨瓦金港和北部瓦迪哈勒法
之外的大部分苏丹地区①。

由于１８８２年的军事挫败，也因为认定苏丹是埃及不必要的负担和累赘，英国外交部在１８８４年１
月４日正式批准放弃苏丹的方案，１８８５年１月２６日喀土穆陷落后逐渐放弃建立统治全部苏丹领土
的继任政府，转而追求建立一个管辖边界关键区域的地方性政府。１８８５年７月，最后一支埃及军队
撤离苏丹，马赫迪军队仅用数周就占领了传统的的努比亚（Ｎｕｂｉａ）地区，包括尼罗河第一和第四瀑布
之间的栋古拉（Ｄｕｎｑｕｌａ）、玛哈斯（Ｍａｈａｓ）和苏库特（Ｓｕｋｋｅｔ）等主要城镇。

土埃政府撤离后，苏丹北方迅速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首先，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导致土地荒芜和
生产萎缩，直接减少了粮食供应。为了躲避战乱，北方民众或者追随土埃政府逃亡上埃及，或者舍弃
家园前往恩图曼求生，还有一些人因为阻击马赫迪军队而死亡。苏丹在１８９９年之前一直缺乏准确的
人口统计资料，大型水车萨奇亚（ｓāｑｉｙａ）是土埃政府征税的主要依据②。对比１８９７年人口普查和

１８８５年的税收账簿可以发现，萨奇亚的数量在１８８５—１８９７年间急剧减少，例如，马哈斯从６８０个减
少到３９个，苏库特从５２８个减少到５６个，栋古拉从５２４３个减少到１４５０个，这必然意味着当地农业
生产和粮食供应的相应减少③。其次，大量驻军抬升了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缺口。努朱米（‘Ａｂｄ　ａｌ－
Ｒａｈｍａｎ　ａｌ－Ｎｕｊｕｍｉ）是马赫迪任命的栋古拉埃米尔，他积极扩军备战，但经常得不到足够的后勤补
给，被迫反复要求当地民众提供金钱、粮食和牲畜，严重削弱了当地民众的经济基础。而在边境的另
一侧，新组建的英埃当局能够从埃及和国际市场两个渠道获得资金和粮食供应，驻地并没有发生严重
饥荒。

在土埃政府撤出后的最初几年，英军在阿斯旺以南地区协助埃及军队戍边，防止马赫迪运动蔓延
到上埃及。切断跨尼罗河贸易联系的建议最初由埃及内阁在１８８５年７月提出，但因为英国军官希望
从贸易往来中获取情报而迟迟未予实施。１８８５年１０月，努朱米的部队攻击了埃军巡逻队，跨尼罗河
贸易随即中止。１８８６年年初，埃及军队接管了苏埃边境沿线的粮食管理，附近农场收获的粮食被集
中到尼罗河的岛屿上统一监管，军队负责为当地居民提供粮食，以阻止马赫迪军队从埃及获得粮食。

关闭跨尼罗河边境贸易的决定标志着英埃当局对苏丹战略的转变，因为它不仅阻止马赫迪军队
从埃及购买粮食，削弱了马赫迪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切断了马哈斯和苏库特传统的粮食进口来源，加
剧了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南地区的粮食危机。另一方面，努朱米也逐渐把饥饿作为强化信仰和战斗力
的工具，吸引追随者更深入地投身马赫迪运动。巴比克（Ｂａｂｉｋｒ　Ｂａｄｒｉ）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驻扎在苏
埃边境的马赫迪士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努朱米在斋月期间送给前线士兵的驼肉在夜间突然发光，

整个营地亮如白昼，士兵们“确信这是来自天堂的恩典”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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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马尔科姆·霍尔特：《苏丹马赫迪国家（１８８１—１８９８）》（Ｐｅｔｅｒ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Ｈｏｌｔ，Ｍａｈｄ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１８８１—

１８９８），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９５～１００页。
萨奇亚（ｓāｑｉｙａ）是一种大型木质水车，装有陶罐，通过提升水源将尼罗河水稳定地送往农田，苏丹北方尼罗河流域的农业生
产完全依赖萨奇亚水车灌溉，其数量变化因而可以用来估计当地人口的变化。２０世纪初，一个正常运转的萨奇亚需要８名
工人和８头牛来操作，可以供养５～８个家庭。

史蒂文·塞勒斯：《饥荒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１８８３—１９５６）》（Ｓｔｅｖｅｎ　Ｓｅｒｅｌｓ，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Ｆａｍｉｎｅ，

Ｓｌａｖｅｒｙ，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１８８３—１９５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１～４２页。
巴比克·贝德里著，乔治·斯科特译：《巴比克·贝德里回忆录》（Ｂａｄｒｉ　Ｂａｂｉｋｒ．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Ｂａｂｉｋｒ　Ｂｅｄｒｉ．Ｔｒ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ｅ
Ｓｃｏｔｔ），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５９～６０页。



２．萨纳特西塔饥荒及其后果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从达尔富尔（Ｄａｒｆｕｒ）到红海山区，苏丹北方各地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粮食
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饥荒。这就是后来成为苏丹民众集体记忆的萨纳特西塔（Ｓａｎａｔ
Ｓｉｔｔａ）饥荒。

萨纳特西塔饥荒是一系列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广泛灾害。在达尔富尔，饥荒的发生是当地埃米尔
镇压反叛武装的策略所致。当地埃米尔采取焦土政策惩罚叛军及其支持者，大量储备粮食，饥荒本身
就是政策目标，民众只是牺牲品。栋古拉的饥荒主要是由于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所致。在土埃政府统
治期间，栋古拉是首都喀土穆粮食市场的主要来源。然而，到了１８８８年，由于劳动力流失导致的农业
生产萎缩，栋古拉生产的粮食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当地陷入了劳动力流失和农业生产萎缩的恶性循
环。恩图曼的饥荒源于阿卜杜拉哈里发的命令，他要求塔艾莎巴卡拉（Ｔａ‘ｉｓｈａ　Ｂａｑｑａｒａ）牧民从科尔
多凡迁移到恩图曼。这些应召而来的塔艾莎牧民在迁移过程中耗尽了他们的粮食，与蜂拥而至的栋
古拉难民一起迅速抬升了恩图曼的粮食需求。塔艾莎牧民与哈里发同族，负责拱卫京师，在饥荒期间
几乎消耗掉了马赫迪国家的全部粮食储备①。来自栋古拉等地的难民只能自求多福，或者高价购买
粮食，或者依靠慈善救济。整个国家疾病流行，饿殍遍野。

１８８９年５月，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粮食危机，努朱米率领１．５万大军沿尼罗河向苏埃边境行进。

８月３日，努朱米的部队与埃及军队在图什基（Ｔｕｓｈｋｉ）遭遇，埃及军队以逸待劳轻松取胜。努朱米的
部队大约有６５００人阵亡，６０００人被俘，２５００人撤退到栋古拉。

粮食贸易封锁是努朱米部队失败的重要原因。１８８９年５月，英埃当局通过军事法庭处死了两名
向努朱米部队出售补给的瓦迪哈勒法商人，将粮食控制范围从边境线附近扩大到第一瀑布之间的所
有区域。１８８９年７月，英埃当局清除了尼罗河西岸从阿布辛巴尔（Ａｂｕ　Ｓｉｍｂａｌ）到图什基的所有庄
稼，当地民众只能从政府控制的粮食分配中心获得供应。切断跨尼罗河粮食贸易的举措效果明显，从
根本上决定了努朱米军事冒险的失败。

溃败的努朱米部队洗劫了尼罗河两岸的村庄，成千上万的民众逃亡埃及。这是当地继土埃政府
撤退后的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外流，从１８８９年５月持续到１８９１年４月。在这两年时间里，每天进入埃
及的难民人数从大约１０名飙升到５０～５５０名，１８８９年全年共有１３　０００名苏丹难民抵达埃及②。最初
的难民主要来自马哈斯和苏库特，在谢赫的领导下整个村庄成员一起迁移。１８９０年年初，来自栋古
拉和柏柏尔（Ｂｅｒｂｅｒ）的难民开始增多，分属不同的部落，也没有谢赫陪同。

１８８９年９月，英埃当局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审查苏埃边境情况。由于该委员会认为边疆
省的埃及商人愿意为马赫迪军队提供补给，总领事伊夫林·巴林（Ｅｖｅｌｙｎ　Ｂａｒｉｎｇ）命令继续关闭瓦迪
哈勒法、马哈斯以及苏库特之间的贸易往来，东部沙漠商贸路线也禁止粮食贸易，以防止马赫迪军队
从埃及获得粮食供应。正是因为看到了边疆省切断跨尼罗河粮食贸易在抵御马赫迪军队入侵方面的
作用，萨瓦金港的英国官员进而将饥荒用作进攻性武器，希望达到“饿死叛乱”的目的。

二　东部红海山区的粮食战争

贝贾人（Ｂｉｊａ）是苏丹的土著民族，生活在东部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带，有艾姆拉拉（Ａｍａｒ’ａｒ）、哈丹
达瓦（Ｈａｄａｎｄａｗａ）、比沙林（Ｂｉｓｈａｒｉｎ）和巴尼阿米尔（Ｂａｎｉ　Ａｍｉｒ）四个主要部落③。奥斯曼·迪克纳
（‘Ｕｔｈｍａｎ　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Ｄｉｑｎａ）出生于萨瓦金商人家庭，１８８３年奉命到苏丹东部发动圣战，是马赫迪的
早期追随者之一，也是马赫迪去世１年后未曾被撤换的两个州级埃米尔之一，且一直任职到马赫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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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结束①。贝贾人一直不愿意承认土埃政府的权威，一些哈丹达瓦部落的谢赫就公开效忠马赫迪和
他指派的埃米尔迪克纳。到１８８５年年中，迪克纳军队已经占领了苏丹东部大部分地区，埃及军队只
占有红海沿岸的萨瓦金和阿基克（‘Ａｑｉｑ）。

１．“饿死叛乱”战略的出台

１９世纪之前，贝贾人游牧与农业并重，粮食自给有余。在１８４０—１８８０年间，因为无法与有政府
补贴的埃及粮商开展竞争，也因为阿拉伯半岛对畜牧产品的需求旺盛，越来越多的贝贾人逐渐放弃了
农业生产，开始提供价值更高的肉、奶等畜牧产品，同时从事长途运输等服务性经济活动。加什
（Ｑａｓｈ）三角洲的可耕地早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就只有四分之一种植粮食，东部地区生产的高梁在１９
世纪后期仅能满足当地需求的三分之一左右，埃及、印度和伊拉克的粮食大量进入红海市场。在

１８４０—１８８０年间，每年在吉达港停靠的大型船舶数量从２０艘增加到３００艘，其中许多船只专门从印
度和伊拉克贩运粮食②。正因为如此，在形势多变的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无论是支持马赫迪国家还是与
萨瓦金的英国人维持良好关系，贝贾人的目标其实都一样，就是确保与红海粮食市场的稳定联系。

为了阻止马赫迪运动在苏丹东部的蔓延，开罗的英国顾问和军官大致采取了三方面措施。首先，
将埃及主导的萨瓦金土埃政府改变为英国主导的英埃新政府。１８８４年２月，英国海军在萨瓦金港宣
布戒严，组建新的萨瓦金政府，任命英国领事官员和海军军官担任关键职务。１８８４年３月，赫迪夫正
式任命英国将军切姆赛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Ｃｈｅｒｒｍｓｉｄｅ）出任红海总督，所有重要的高级职位均由埃及军队
中的英国军官担任。其次，区别对待当地的不同部落，将马赫迪运动初期贝贾民众反抗土埃政府的反
殖民斗争转变为当地各部族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的内斗。为了打击支持马赫迪的哈丹达瓦部落，萨瓦
金的英埃当局极力拉拢艾姆拉拉部落谢赫马哈茂德·阿里（Ｍａｈｍｕｄ‘Ａｌｉ）。后者则积极袭击迪克纳
及其追随者，既借此捍卫自身利益，也获取了更多的军事援助、物资供应和现金补贴。最后，切断萨瓦
金和内地的贸易，操控东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和运输，刻意引起粮食短缺，用进攻性的饥饿战略将马赫
迪军队驱赶进内陆地区。英埃当局的这种努力从１８８５年持续到１８８８年，是这一时期英埃当局在东
部地区应对马赫迪运动的主要方式。

１８８４年１０月，巴尼阿米尔族谢赫阿里（‘Ａｌｉ　Ｂｉｒｋｉｔ）向土埃政府进言，建议用英国海军封锁红海
沿岸，用埃及军队占领并控制塔卡尔（Ｔａｗｋａｒ）和加什三角洲，通过控制本地的粮食来源和贸易结束
马赫迪“叛乱”③。开罗和萨瓦金的英国官员采纳了这一建议，发动粮食战争“饿死叛乱”的战略随即
逐渐成型并付诸实施。

和贝贾民众一样，驻扎在苏丹东部的军队也必须依赖印度和伊拉克的粮食。不同的是，英埃联军
可以通过海路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而马赫迪军队的粮食供应渠道就比较狭窄，可用于交换的资源也
比较有限。１８８５年夏天，英国海军抓捕了吉达商人赛义德（Ｓａｙｙｉｄ　Ｂａｈｉａ），后者承认他当时正在向希
纳布（Ｓｈｉｎａｂ）附近的马赫迪军队出售高粱。英埃当局随即关闭了从阿基克港到希纳布的粮食贸易通
道，确定萨瓦金市场为东部地区唯一的粮食市场。马赫迪军队专门负责购买粮食的奥努尔（Ｅｍｉｒ
Ｏｎｕｒ）被迫前往其他地区寻找机会。

２．粮食禁运的实施
萨瓦金英埃当局的粮食禁运从海陆两方面同时展开。１８８５年１０月初，英国海军部发布了有关

粮食禁运的新命令，将检查范围从海上扩大到停泊港口的船只，但仍然禁止登陆上岸。与此同时，英
埃政府多次派遣艾姆拉拉族民兵武装发动远征，劫掠迪克纳及其追随者的牛、骆驼和奴隶，破坏马赫
迪军队和吉达之间的粮食贸易。１８８６年５月，马哈茂德·阿里的民兵抓捕了负责为马赫迪军队购买
粮食的奥努尔，同时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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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年７月，基钦纳（Ｈｅｒｂｅｒｔ　Ｋｉｔｃｈｅｎｅｒ）被任命为红海地区总督，他给马哈茂德·阿里的民兵
武装提供武器、弹药和粮食，试图将其确立为红海山区的统治者。１８８６年１０月，艾姆拉拉族民兵占
领了一个马赫迪军营，基钦纳劝说归降的哈丹达瓦族与艾姆拉拉族组建谢赫联盟，承认马哈茂德·阿
里是联盟的首领，共同策划夺取和控制塔卡尔三角洲①。此后，谢赫联盟为进攻塔卡尔做了初步准
备，但很快有传言说数千名马赫迪士兵正从内陆赶来增援，谢赫联盟随即取消了进攻计划。基钦纳切
断马赫迪军队从本地获取粮食供应的计划由此搁浅。

通过英国海军切断马赫迪军队与国际粮食贸易联系的努力也半途而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
先，英国海军查禁红海粮食贸易的行动能力不足。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因为沿岸的岛屿、珊瑚礁以及
海风模式，在红海从事走私的独桅帆船始终比英国海军的蒸汽机船速度快，给红海舰队增加独桅帆船
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满足。行动能力的不足导致英国红海舰队在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间只捕获过两艘从
事粮食走私的独桅帆船。其次，英国海军没有查禁红海粮食贸易的意愿和动力。在封锁行动的早期
阶段，英国政府因为顾忌国际影响而没有正式宣布封锁，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埃及军队没有将粮食列
为战时禁运品，监管红海粮食贸易的行动不能看作是军事行动；在萨瓦金以外港口的粮食贸易违反了
埃及海关的相关章程，英国海军是在代表埃及海关监管红海粮食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海军
出售捕获的走私帆船及其运载的粮食，埃及财政部就有权获得出售走私粮食的一半收益，但英国海军
希望和查禁奴隶贸易一样获得全部收益。出于现实原因，英埃当局的英国官员支持埃及政府的意见
而反对英国海军的主张，寻求将来自萨瓦金的所有收入都列入政府预算，包括出售扣押违禁品所产生
的收益。１８８６年４月，在英国外交部的压力下，英国海军部发布了新的指令，承认监管粮食贸易是给
埃及海关部门提供服务，英国海军必须遵守埃及海关法规。新指令发布后，英国海军实际上就停止了
对红海粮食贸易的监管。

３．粮食战争的结束
从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８８年，萨瓦金的英埃政府刻意在苏丹东部和红海山区引发粮食短缺，但“饿死叛

乱”战略的实施依赖一些有利益冲突的盟友。当地的艾姆拉拉族谢赫虽然得到了英埃当局的资助，但
他们只是谋求从无休止的战争中获利，始终未能夺取和控制塔卡尔三角洲，也没有切断马赫迪军队在
当地的粮食供应渠道。英国海军应该有能力阻止进口的粮食流入马赫迪军队营地，但他们定位自身
在红海的任务是结束当地的奴隶贸易，不仅因为经济利益考量拒绝支持，还转而揭露萨瓦金英埃当局
参与红海奴隶贸易。鉴于马赫迪军队始终控制着塔卡尔三角洲并从阿拉伯半岛自由进口粮食，此前
默许“饿死叛乱”战略的英国政府于１８８７年年初开始转变态度，认为通过操控地区粮食供应来打击马
赫迪军队的战略注定会失败，而关闭萨瓦金和苏丹内陆的贸易只会让意大利控制的马萨瓦（Ｍａｓｓａ－
ｗａ）从中受益。

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９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Ｌｏｒｄ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要求海军部撤销在红海执行埃及海关
法规的指令，正式结束了粮食禁运。５月１９日，巴林命令基钦纳取消有关贸易限制，只保留对武器和
弹药的限制条款，允许萨瓦金商人直接向马赫迪军队出售粮食。但这条命令被基钦纳有意忽略。９
月３０日，索尔兹伯里重申了废除贸易限制的命令，认为“继续这些贸易限制并不能带来真正明显的好
处”②。

迫于压力，基钦纳在１０月１１日取消了贸易限制，但他并不愿意放弃“饿死叛乱”战略，转而通过
升级军事行动变相延续粮食战争。数日后，基钦纳派遣艾姆拉拉族民兵进驻塔卡尔三角洲，在埃及军
舰的支援下多次袭击附近的马赫迪军队，后者则袭击艾姆拉拉族民兵在萨瓦金附近的营地。１２月１９
日，英国海军舰艇停靠萨瓦金港口协防，当地的敌对行动进一步升级，不稳定局势加剧。艾姆拉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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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大肆杀戮，劫掠奴隶、牛、羊和骆驼。马赫迪军队则袭击萨瓦金港，向停泊在港口的英国军舰开
火。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７日，基钦纳在率军远征时脸部中弹，被送往埃及接受治疗。史密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ｏｌｌｅｄ　Ｓｍｉｔｈ）接任总督，延续了基钦纳的许多政策，袭击和反袭击斗争在１８８８年几乎没有中断过。

１８８８年９月，迪克纳率军在萨瓦金的外围防御线附近挖掘战壕，企图围攻萨瓦金港。１２月２０
日，埃及军队成功发动突袭，马赫迪军队溃逃。这就是著名的朱马扎（ａｌ－Ｊｕｍｍａｙｚａ）战役。之后，萨
瓦金英埃当局出现了两点重大变化。其一，首次公开宣布放弃对苏丹东部和红海山区的主权要求，不
再干扰红海山区部落的自由，专注于保卫萨瓦金和阿奇克港口免遭马赫迪军队袭击。其二，实行军政
分开。伤愈归来的基钦纳重新领导埃及驻军，其军事行动被限制在保护萨瓦金水源地周边３千米范
围内。史密斯总督负责与当地谢赫开展所有谈判，他很快就结束了对艾姆拉拉族民兵武装的政治和
军事依赖，也不再尝试用饥饿战略迫使马赫迪军队屈服。

随着１８８８年年末的一系列政策改变，红海港口与内陆山区之间的贸易逐渐恢复，粮食再次成为
主要的贸易商品。马赫迪军队继续从塔卡尔三角洲和吉达获取粮食，萨瓦金商人也重启与马赫迪军
队的直接贸易往来，合法地向后者出售粮食。萨瓦金港在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每月进口的粮食超过５０００
阿达布①。这些进口粮食只有一部分被当地居民消费，大部分被转运到了苏丹内地。在１８８９年１２
月１２日之后的６０天内，有６０００阿达布的粮食从萨瓦金港运往苏丹其他市场。

贝贾人从蓬勃发展的粮食贸易中获利。他们或者向当地商人提供骆驼和向导服务，或者出售黄
油、兽皮、肉类等畜牧产品。与此同时，因为埃及海关当时只有两艘执法船，英国海军舰艇又专注于打
击红海沿岸的奴隶贸易，跨海走私被抓住的风险很小。很多商人在苏丹沿岸港口和吉达之间用独桅
帆船开展走私贸易，接受以奴隶形式支付的购粮款，以逃避英埃当局征收的８％进口关税。

三　粮食战争和马赫迪国家的灭亡

１．东部粮食战争的余波
贝贾人大约三分之二的粮食来源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口的印度和伊拉克粮食，苏丹东部的自然灾

害固然会对贝贾人的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但实际上还主要取决于贝贾人是否能够负担起购买粮
食的费用。不幸的是，粮食贸易的复苏不足以让贝贾人重新获得足够的资源，也无法应对意外降临的
粮食危机。在１８８７—１８８９年间，受埃塞俄比亚严重牛瘟的影响（牲畜致死率达９０％），贝贾人的牲畜
大批死亡，整体购买力严重下降。红海山区每天有５０～１００人死于饥饿，大多是马赫迪运动以来死亡
者的遗孀及其子女。苟活的贝贾人由谢赫带队集体逃难，在萨瓦金外围防御线以北扎营，依靠施舍和
救济艰难求生。

１８９０年２月下旬，英埃当局开始认真对待日益严重的饥荒，给难民提供有限救助。２月２６日，埃
及财政部拨款５００英镑用于饥荒救济，萨瓦金的英埃当局随后成立赈济委员会，在外围防御线附近建
造了两个营地，分别用作医疗救助和食物分发。医疗营地每天向大约一百名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供应
有牛奶和高粱稀饭。食物分发营地每天给２５００名难民提供高粱面包。赈济委员会直接救助寡妇、孤
儿和因病无法工作的人。男人们或者在城里工作，或者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已婚妇女和女孩通过丈
夫和父亲的工资间接获得援助。１８９０年３月，英埃当局雇用了大约两百名男子和男孩建设萨瓦金及
其周边的道路工程，给他们支付双倍的口粮②。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马哈茂德·阿里去世，其子艾哈迈德（Ａｈｍａｄ　Ｍａｈｍｕｄ）再次归顺马赫迪国家，出
任柏柏尔－萨瓦金道路的埃米尔。艾哈迈德很快把汉达布（Ｈａｎｄｕｂ）发展成新的粮食市场和难民安
置地，利用其个人财富和威望鼓动埃及士兵归降，也吸引了一些艾姆拉拉族谢赫离开萨瓦金英埃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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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依附，给萨瓦金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７日，基钦纳借史密斯总督休假之
机下令禁止从萨瓦金向苏丹东部内陆出口粮食，８月３１日后进一步关闭萨瓦金和苏丹内陆之间的所
有贸易，理由是防止麦加的霍乱疫情蔓延到萨瓦金。但在机密函件中，基钦纳承认实施这些限制措施
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挑起“汉达布阵营的分裂”，使其“认识到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①。１８９０
年１１月，艾哈迈德去世，汉达布阵营陷入动荡。１８９１年１月２７日，史密斯总督突破了长期以来不在
萨瓦金防御线之外开展军事行动的命令，率领队伍进攻汉达布并轻松取胜，迫使马赫迪军队离开红海
山区。

１８９１年２月，埃及军队占领了塔卡尔三角洲。迪克纳的部队遭受重创，在阿塔拉玛（Ａｄａｒａｍａ）

重新安营扎寨。１８９３年５月，柏柏尔的新埃米尔奥斯曼（Ｚａｋｉ‘Ｕｔｈｍａｎ）鼓励与英埃当局开展贸易，

而迪克纳倾向于对贝贾人施加军事压力以便孤立英埃当局。哈里发选择支持前者，命令迪克纳率部
撤出苏丹东部，避免干涉贸易。

迪克纳的撤退暂时结束了苏丹东部的敌对行动，内陆尼罗河流域和红海沿岸的贸易得以恢复，商
人们在缴纳税款后能够沿着柏柏尔－萨瓦金公路自由往来。１８９３年之后，尽管粮食生产连续五年歉
收，但因为商贸往来日益正常化，粮食价格基本平稳，贝贾部族并没有关于饥饿、营养不良或粮食短缺
的报道。

迪克纳的部队在１８９６年部分地恢复了袭击行动，开始筹划对英埃当局的又一次长距离袭扰，但
都被埃及军队和部族民兵联合粉碎。１８９７年８月，英埃军队占领了柏柏尔，哈里发命令迪克纳协防
尼罗河流域，苏丹东部的敌对行动随即结束，参与叛乱的贝贾族谢赫公开向英埃联军投降。１２月下
旬，英埃联军从意大利人手中接管了卡萨拉，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悉数攻占苏丹东部的马赫迪军队
营地。

２．北方尼罗河流域的严重饥荒

１８９６年３月，英国政府同意对马赫迪国家发动有限军事远征。从６月开始，埃及边疆省的南部
边界不断向南延伸，英埃联军仅用５个月就征服了整个栋古拉地区。１８９７年６月，此前在达尔富尔
指挥作战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Ｍａｈｍｕｄ　Ａｈｍａｄ）出任柏柏尔地区的埃米尔，当地的贾阿林人先是
被要求搬迁到尼罗河东岸居住，随后又有３．５万人被迫长途迁徙到恩图曼，人口迅速减少。留守者根
本无法养活自己，更遑论养活驻扎在当地的１．６万名马赫迪士兵。

１８９７年２月，基钦纳征服苏丹的请求获得了批准。８月，英埃联军的先遣部队穿越第四瀑布抵达
阿布哈迈德（Ａｂｕ　Ｈａｍｅｄ），占领了当地的主要粮仓。９月初，英埃联军占领柏柏尔，袭击了马赫迪军
队的粮仓。１０月，沿柏柏尔－萨瓦金公路巡逻的英埃联军在库克拉布（Ｋｕｋｒａｂ）附近占领了迪克纳军
队的粮仓。英埃官员将缴获的粮食分发给来自马赫迪控制区的难民，马赫迪士兵则因为粮草耗尽而
大量脱逃。１１月，马哈茂德请求粮食给养，但哈里发命令他撤回第六瀑布附近，协防恩图曼，双方的
分歧阻滞了给养物资的运送。马哈茂德被迫强行征用柏柏尔民众的粮食，后者或逃往尼罗河下游的
英埃控制区，或啸聚尼罗河岛屿保护自己不受征粮队伍的攻击。哈里发随后转变态度，同意保卫柏柏
尔，但此时埃及军队的舰艇已经在第六瀑布附近巡逻，来自恩图曼的补给无法送达驻守柏柏尔的马赫
迪军队，也无法送达其他行政中心和驻军城镇。１８９７年年底，柏柏尔的马赫迪军队已经不能从苏丹
其他地方获取粮食供应，受命增援的迪克纳军队又在此刻抵达，柏柏尔的粮食短缺迅速演变成大规模
饥荒②。

恩图曼也遭遇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塔艾莎人和吉哈迪亚（Ｊｉｈāｄｉｙｙａ）军人共同控制着当地的粮食
市场，人为地将高粱价格长期保持在２５比索／阿达布的低位③。１８９６年９月，随着栋古拉的陷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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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曼民众担心即将到来的英埃联军围攻，开始大量囤积粮食。１８９７年２月，恩图曼的高粱价格飙升
至１２０比索／阿达布，很快又涨到２４０比索／阿达布。１８９８年年初，恩图曼市场不再有粮食供应，黑市
的高粱售价大约是７２０比索／阿达布。

柏柏尔和栋古拉的英埃联军没有遭遇粮食危机，他们的粮食供应稳定而多元。１８９７年５月，基
钦纳下令修建从瓦迪哈勒法到阿布哈迈德的铁路，从上埃及给前方军队提供给养。１１月，铁路线穿
过沙漠延伸到第四瀑布，于１８９７年年初完工的瓦迪哈勒法－卡玛（Ｋａｒｍａ）线贯通。英埃联军的粮食
供给超过了需求，军官们将余粮出售给当地民众，栋古拉和柏柏尔的粮食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３．粮食战争的最后平息

１８９８年４月，阿特巴拉战役爆发，马赫迪军队被装备精良的英埃联军轻松击败，超过三千名士兵
战死，四千多人受伤。数千名马赫迪士兵在逃离战场后死亡，或者是饥渴致死，或者是在沙漠中被贾
阿林民兵杀害。阿特巴拉战役是英埃联军第一次在正规战斗中击败马赫迪军队。马赫迪军队的工事
坚固，装备有步枪、弹药、剑和矛，但粮食供应严重不足，部队在战斗爆发前数周就因为疾病和饥饿而
严重减员。为了防止开小差，军官们把士兵用锁链固定在战壕中，这不仅阻止了对英埃军队进攻的有
效因应，而且让士兵们无法很好地保护自己，因之死亡了大约两千人①。

阿特巴拉战役后，第六瀑布以北地区基本不存在马赫迪军队。１８９８年８月底，英埃军队穿过第
六瀑布向恩图曼挺进。９月２日的卡拉里（Ｋａｒａｒｉ）战役毫无悬念，马赫迪军队的人数是英埃联军的２
倍，但双方的装备差距太大，几乎是两个时代的对抗。哈里发随后带领追随者仓惶西逃，一年后被追
击的英埃联军击毙。

进入恩图曼后，基钦纳立即就向饥饿的民众开仓放粮，粮仓附近的人甚至因为多拿多占而发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恩图曼市场的高粱价格一度下跌到每阿达布１２０比索，但很快又反弹到４００比
索。恩图曼持续遭遇饥荒的原因有二。其一，马赫迪在１８８５年１月将喀土穆荒地改造成农田，生产
的粮食供应恩图曼市场。但是，英埃联军征服后重建喀土穆，将原来的农场变成建筑用地、道路等，无
法再为恩图曼提供粮食。其二，马赫迪政权的突然坍塌打破了哈里发支持者对粮食贸易的垄断，私人
粮商没有立即跟进，当年收获的新粮没有进入恩图曼市场。

随着身份和相关政策的改变，１８９８年的英埃当局决心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首先，及时地
给恩图曼的数万民众提供粮食。英埃当局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招募战俘及其家人在喀土穆清除
瓦砾，铺设街道，烧制砖块，积极开展市政建设。其次，鼓励民众外迁以缓解粮食供应压力。１８９９年１
月，此前被强令迁徙的塔艾莎人和贾阿林人开始重返家园，其他难民被引导前往加达里夫（Ｑａｄａｒｉｆ）
或森纳尔等粮食产地，官员们免费提供运输工具，鼓励无地的恩图曼民众去耕种杰济拉（Ｊａｚｉｒａ）的闲
置土地。柏柏尔的耕地面积就因为贾阿林人的回归在１８９８—１８９９年间增加了１０倍，青尼罗河和丁
德尔（Ｄｉｎｄｅｒ）河沿岸因为持续的移民潮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村庄②。最后，解决运输难题，增加粮食供
应，从根本上缓解恩图曼的饥荒。铁路建设在卡拉里战役后持续进行，最终在１８９９年年底到达计划
的终点站哈法亚（Ｈａｌｆａｙａ）。英埃当局可以通过铁路、轮船联运协调周边产粮区以及埃及的粮食，缓
解了恩图曼的粮食短缺问题。整体上看，英埃当局的这些措施收效明显，恩图曼的高粱价格持续走
低，１９００年年初下降到了每阿达布９０比索，１９０１年更下跌到３４比索。

四　粮食战争的深远影响

１８８４—１８９８年，英埃当局以埃及边疆省和苏丹萨瓦金港为基地，先是通过封锁进口和贸易直接
发动针对马赫迪军队的粮食战争，在贸易限制措施被取消后又借口瘟疫和军事冲突数次发动短期的
“粮食战争”，试图切断马赫迪军队的粮食供应，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以期实现“饿死叛乱”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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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虽然粮食禁运和禁售措施仅在１８８５—１８８８年得到了部分执行，但无论是主动进攻的英埃当
局，还是被动应对的马赫迪国家，都把粮食市场和饥荒当作实现领土征服、控制关键资源和打破传统
体制的工具，相关举措客观上对苏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粮食战争改变了苏丹社会的土地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土埃政府时期，苏丹传统的土地所有
权定义从占有土地上的产品转变为直接占有土地，税收由粮食实物支付转变为货币支付，基于伊斯兰
教法的财产继承制度催生了活跃的土地市场。在粮食战争期间，英埃当局和马赫迪王国都借机控制
了许多重要的土地资源。英埃当局持续地刻意制造粮食危机，逐步取代贝贾部落控制了肥沃的塔卡
尔三角洲，借此遏制和削弱马赫迪国家在红海山区和北方尼罗河流域的影响力。马赫迪国家同样把
粮食市场和饥荒当作扩大影响力的工具，借助粮食危机控制了杰济拉、加达里夫和加拉巴特（Ｑａｌｌａ－
ｂａｔ）等粮食产区，反抗者的土地被没收或被征收高达粮食产量三分之二的税款。马赫迪王国被推翻
后，英埃当局先是把掌控的大片土地交给有意扩大棉花种植的英国公司，随后又有选择地将之移交给
与政府合作的地方权贵。苏丹土地制度的这种改变客观上剥夺了当地民众对重要资源的共同拥有，

英埃当局相关的饥荒救济措施和农业发展方案又剥夺了当地民众对重要生产资源的掌控，这让许多
当地民众更加贫穷，进一步加剧了饥荒和粮食不足的循环。但也正因为如此，大片的肥沃土地被更有
组织能力的政府和地方领袖掌控，苏丹的农业生产技术出现了重大提升：原来主要依靠人工操作的萨
奇亚水车灌溉系统逐渐被放弃，机械水泵灌溉越来越多；更有效益的棉花种植被引进并得到了大面积
推广，苏丹在１９１４年后成为全球原棉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第二，粮食成为２０世纪苏丹社会控制和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马赫迪王国灭亡后，为了避免周
期性的粮食危机，英埃当局着手建立涵盖苏丹北方的统一粮食市场。北方农民是这项政策的意外受
益者，在建设统一粮食市场的过程中获得了高度自治，迫使英埃当局承认当地部族对土地所有权的确
定资格，双方合作建立了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法律制度，一度恢复了土埃统治时期的农业奴隶制度。在

１８９８—１９１３年间，尼罗河流域的农民引入了八万多名男性奴隶，这是当时条件下发展商业化粮食生
产最有经济效益的投资。但苏丹农民的这种意外获益为时不长。在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饥荒的
冲击下，大多数农民经济上遭受重挫，失去了自己的奴隶，也失去了集中开发土地的能力。与此同时，

拥有大量土地的少数权贵精英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将陷入困顿的部落民众转变为依赖他们
提供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佃农；而且，利用固有的教派和部族联系强化自身权威，让众多追随者同时陷
入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依附。独立后的苏丹战乱频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派反政府势力，都力争
控制粮食和其他经济资源分配，在“自然饥荒”已不复存在的现代世界，将英埃统治时期的“刻意饥荒”

发展为各种形式的“功利型饥荒”，或者出于形象考虑拒绝国际社会援助，听任民众死亡（被否饥荒），

或者利用饥荒清除境内特定地区的民众（人为饥荒），或者把难民的饥饿变成套取国际援助的工具（外
示饥荒）①。

第三，粮食战争强化了苏丹南北方之间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分野。１８６０年后，因为黑奴价格下
降，也因为土地权利的重新定义，黑奴逐渐成为北方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主要劳动力。粮食战争期
间，奴隶主普遍放松了对奴隶的监管，甚或因为食物匮乏而主动遗弃奴隶。很多黑人奴隶或者逃离主
人，加入了马赫迪军队，或者通过向英国军官申诉和加入埃及军队而获得自由，北方尼罗河流域在土
埃政府时期建立的奴隶种植园经济逐渐被废弃。同时期的英埃当局确实解放了那些主动提出申请的
奴隶，但对废奴运动的态度整体上不太积极，不仅有意忽略苏丹国内的奴隶和奴隶贸易，还通过法律
指导官员们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逃跑的奴隶在城镇定居，尽量将那些寻求自我解放的奴隶归还给他
们的主人②。虽然英埃当局在１９２４后修改了有关的奴隶制条例，但对待奴隶制度暧昧态度，加之根深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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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奴隶贸易传统，苏丹的废奴进程艰难迟滞，在２０世纪始终存在着奴隶和奴隶贸易。北方穆斯林和
南方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斗争态势不断升级，塑造了上尼罗河流域延续至今的典型历史特征①。

第四，粮食战争部分地改变了苏丹国家权力的本质。在马赫迪国家和土埃政府时期，国家权力就
是通过税收和劫掠获取财富的能力。在与马赫迪国家的长期军事接触中，英埃当局围绕粮食和经济
资源重新定义了国家权力。一方面，英埃当局看到了粮食短缺的战略价值，通过粮食禁运和贸易封锁
持续地削弱马赫迪国家的影响力，尽可能扩大英埃当局的权力范围，最后趁１８９６—１８９８年的全国性
大饥荒之机征服了整个苏丹。饥荒本身并不是英埃当局发动粮食战争的结果，但粮食战争在客观上
加剧了饥荒的程度，萨纳特西塔饥荒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英埃当局和马赫迪国家间粮食战争的高潮。
另一方面，从萨瓦金港因应萨纳特西塔饥荒到征服苏丹后化解恩图曼的粮食危机，英埃当局逐步将现
代社会的“以工代赈”等措施引入苏丹，鼓励民众用公益性劳动换取食物，同时采取了一些具有深远影
响的措施改善苏丹的粮食安全，包括建设铁路交通设施、扩大水泵灌溉、建立统一的粮食市场等，在因
应粮食危机的过程中从技术层面切实推动政府职能改变和机构完善②。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英埃统治时期的农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有了实质性提升，整个国家与外
部世界的联系持续而稳定，苏丹还是在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１９１４年、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和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发生了几次严重饥荒，但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类似的埃及在同期却没有发生严重的饥
荒。这既说明了苏丹发展极度滞后的严重性，整体上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落后状态，发展是较长历史
时段的主题，也昭示了在苏丹建立成熟的社会风险管控机制的艰巨性，“丛林法则”依然是苏丹社会生
活的最高准则，任何力量参与其中都会沿袭既有的发展轨迹而难以自拔。以苏丹为代表的２０世纪非
洲饥荒历史反复地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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